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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與貪瀆： 

華人關係文化脈絡下的公務員倫理行為 

余一鳴
*
 

摘 要 

以往研究發現文化是影響貪污的重要因素，一直以來都沒有進行細緻的探討與

研究，形成理論上的缺口。尤其華人世界的關係文化，被視為是干擾公務員權力合

理分配的重要因素，形成「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的文化現象。透過

文獻梳理，本文發現華人文化圈之中，「親親之差，尊賢之等」不僅是行事規則，

而且是種社會的道德規範，使得運用公權力照顧自己人變得理所當然，換言之，傳

統關係文化提供了對自己人循私的基礎，致使公務員將公器轉為私用獲得合理化的

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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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吃果子拜樹頭」、「吃人一口，還人一斗」，知恩圖報在華人社會

當中是一種社會規範，甚至是種道德。然而，這種人情關係的文化脈絡下，

卻與貪瀆行為有著糾葛不清的關係（如，Agelasto, 1996; Li, 2011; Luo, 

2008），例如： 

昨天一名熟識葉盛茂的調查局人士感慨，「葉前局長出身南部鄉

下，有著惜情重義的個性，才會對有恩於他的扁死忠，結果卻害了

自己」。葉盛茂從一名南部農村客家子弟考上調查局，調查班第四

期以第一名成績結業，再由基層調查員幹到局長，他人生最大的轉

折，就是在前總統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與扁結緣，葉獲得扁高

度信任，扁委以葉主掌調查局重任，一個提拔、一個相挺，等到出

現扁家疑似洗錢情資案，葉才會依然選擇「情義相挺」報答知遇之

恩（林慶川，2008：2A）。 

知恩圖報在中國社會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也是最基本的原則，甚至可

以說是道德最低的底線。在上述的報導當中，葉盛茂的知情不報，似乎是

情有可原，在長官有難的時候，仍能不離不棄情義相挺，某種程度上可以

說是難能可貴。照理講，葉盛茂身為情冶系統的重要首長，職司指揮犯罪

偵查及洗錢防制等重要偵防工作，他不會不知道其職責所在，以及未依法

偵辦的可能後果。但是卻在取得總統家人海外洗錢情資時，將犯罪資料交

由總統等當事人處理。由於前總統陳水扁對於葉盛茂有知遇之恩，提攜及

信任之情，讓葉無以回報。在華人的文化之中，就算葉粉身碎骨都要盡力

回報。所謂「吃人一口，還人一斗」，「受人點滴，當湧泉以報」，知恩

圖報在中國社會是基本的道理，是行事的基礎，若不依此行事規則，就會

被批評為「不懂做人的道理」，在中國社會不懂做人的道理，是個相當嚴

重的指控。如果一個人不懂「做人的道理」或不懂「人情世故」，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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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將無立身之地（文崇一，1982：321）。因此，就算葉身為犯罪偵查及

洗錢防制之首長，也有挺身而出的義務，即使違法也在所不惜。這是一種

文化價值對公務員行為的影響。 

梁漱溟（1986：72）認為中國是以家族為核心的倫常社會，這種文化

價值遍及政治、經濟及宗教，並滲透於整個社會。因此，在公眾事務的推

行上，便免不了受人情關係的影響。余一鳴（2013：33）在近期進行的監

獄貪污犯罪者訪談中也發現類似的情形。 

大家都是吃公家飯的，能幫忙別人就幫，不然別人認為你當了官就

不理別人，朋友之間相互幫忙，我有困難也會找他解決。 

朋友間的互相幫忙是理所當然。今天你不幫別人，人家便不幫你。相

互幫忙，本是傳統社會「禮尚往來」另一種形式的呈現，今天你幫別人，

別人就欠你人情，明天別人便有義務要幫你。你今天非要依照規定辦理，

不「行個方便」；「給個面子」，那麼朋友便做不成，非但下次別人也不

會幫你，相互之間可能還要鬧個恩斷義絕。因此，人情交往就是一種情義

的交換，中國人相互之間有了情義，自然就會被視為自己人，自己人幫忙

自己人，在中國不僅是人際交往的模式，而且是一種倫常關係—「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當人與人之間建構

出此等關係之後，相互之間便有了應然的義務，有了此等義務，行為便沒

有選擇性，必須要依照倫常關係加以執行。在現代社會之中，人與人之間

的往來，就是一種人際資本的交換，幫助別人便是人際資本的投資，這種

投資使情感上不相隸屬的個體，形成債權與債務關係，施惠者便是「給面

子」、「賣人情」，使得受惠者感到「欠人情」。 

照理說來，公務員行使公共權力，目的在於求取大眾利益的極大化，

而不是圖利或偏好某些人。然而，在中國的社會當中，這樣的想法或行為

卻往往行不通。依照中國的「親親等差」的倫常關係，對自己人與對他人

本應有所差別，照顧自己人也算是一種道德，若你不這樣做，很可能被批

評為「忘恩負義」或是「冷酷無情」。不欠人情、不講關係，結果可能就

是自我孤立或被社會孤立（王幼玲，1987：58）。從前述訪談中也可以感

受到，受訪者除了將對方視為自己人，要盡力的幫忙之外，更隱含有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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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家資源幫忙自己人是理所當然的意味。此外，將公家資源做為人際資本

的投資，是穩賺不賠的生意，將公器挪為私用，既不必消耗私人的資本，

也可達到幫助別人，積累人際資本的目的，可以說是一本萬利的投資。從

葉盛茂案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將洗錢情資透露給總統，將公權力做為回報

人情的資本。同時，受到公務資訊不透明及關鍵行政技術的獨占與掌控等

影響，這種挪公器為私用的行為，並不容易被發現，而且有時候我們會將

這些行為視為理所當然。 

Tanzi（1998）與世界透明組織（2000）對貪腐的定義，認為貪腐乃

是通過關係而有意識地不遵從規範，以圖從該行為中為自己或為親友謀取

利益。Tanzi 認為不法的利益除了經濟利益外，還包含人際關係、訊息流

通及權力交換等都算是貪瀆。本文對貪瀆採用較廣義的定義，即公務員不

公正的執行職務，獲得的不當得利，不管這種得利是有價的經濟利益或無

價的人際交易，都應被視為貪瀆。事實上，文化對貪污行為的影響很早就

被關注，例如 Sun 與 Johnston（2009: 1）的研究指出不同文化對於貪污的

定義不同，致使貪污在非西方國家層出不窮，並難以防範。然而，文化如

何影響個人對貪污的認知，目前並沒有深入的探討，形成理論上的缺口。

其次，以往本土的研究雖然也有從派系（蔡明惠，2002）、地方生態（王

金壽，2004）或政治結構（蔡明惠，2002）等方向進行關係主義的探討，

但大多以「待從主義」的角度切入，缺少從人際心理或關係主義面向進行

研究。方孝謙（2003）就認為華人特殊文化的關係研究，有助於彌補以往

制度性研究「見林不見樹」的缺失。雖然，有部份學者曾經嘗試探討，但

大多是因應商業經營或產品銷售上的需要，從政商關係或企業投資的角度

進行公部門關係行為的探討（如，Walder, 1983; Yang and Wang, 2011; 

Zhuang, Xi, and Tsang, 2010），由於這方面的研究缺乏明確的理論進行引

導與說明，使得華人世界的關係研究一直依附於西方理論的架構下，形成

研究上的缺口。基此，本研究從華人文化脈絡之下進行關係與貪污行為的

文獻探討，期望藉由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建構出華人特殊的關係主義與

貪污行為的具體輪廓，釐清儒家文化與貪瀆行為的關係，不僅有助於理解

文化與貪污的關聯，亦有助於開拓政治學在貪瀆研究上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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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從五個方面說明道德性貪瀆的概念。首先是說明關係與中國

傳統文化的關連，其次，從不同學科的角度探討華人關係主義的研究概

況，複次，談到關係為什麼會是一種道德？接著是說明具有道德意涵的關

係主義，如何導致公權與私權界線的糢糊？最後，則是談到現代公務機構

的結構性缺失；關係在公務部門的作用，以及關係對公務員貪瀆的潛在影

響力，藉此說明，闡釋在華人關係主義脈絡下的公務員道德性貪瀆。 

貳、儒家文化與關係 

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農業文化靠天吃飯，講求的是自然和諧，不同

於海洋文明必須面對大海向外博鬥（錢穆，1989：10-11）。後者容易孕

育競爭、奮鬥、人定勝天及講求公平的精神，而前者易生成天人合一、內

向、保守等內修自持的性格。海洋文化講求的是向外爭取，而農業文化卻

是強調反躬自省（項退結，1966；錢穆，1979）。韋政通（1983：23-61）

認為在農業文化環境下，養成中國人思想上重先驗講良知，而外國人重經

驗講實效，重先驗講良知者在社會運作的規則上講求義務忽視權利，而西

洋則是享權利同時也要盡義務，最後形成中國人「內向觀點」，而西洋思

想重「外向觀點」。內向觀點強調修身自省，外向觀點講求契約規範。據

此，牟宗三（1974：10-11）認為中國強調自省，但卻不會發展成個人主

義，而是強調從個體本性出發，發揮個體的良知善性，透過關係的固定化

及道德化，調解人、己或群體間的對立。因此，梁漱溟（1986：94）認為：

「中國社會從不是個人本位，也不是社會本位，而是從人與人之關係著

眼，中國之倫理只看見此一人與彼一人之互相關係…不把重點固定放在任

何一方，而從其乎關係，彼此交換，其重點實在放在關係上。」胡適  

（1991：83）也有類似的見解，他認為中國的人生哲學重視的不是個體，

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交互關係，而這個關係便是倫理，倫理是一種標準的情

誼。他認為在儒家的人生哲學，個人並不能單獨存在，一切行為都是人與

人交互關係，都是倫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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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儒家「仁」的觀點而言，仁就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將人與人

的關係處理得合宜便是「仁」。許烺光（Hsu, 1981: 265-298）比較中美文

化的差異時認為，中國人的「仁」的概念基於個人與其同類的交往關係之

上。說明了，人情在儒家的倫理哲學之中具有一定的基礎。所謂「仁者，

人也」，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儒家認為人與人相處，是要通過「己情」

與「人情」的相互感通建立起來的（金耀基，1992：62）。人做為人，只

有「將心比心」，「以情換情」，才能通情達理、合情合理（郭衛華，2007：

54）。當一個中國人說某某人「不是人」，他的意思並不是說這個人不是

人這種動物，而是說他在同其他人打交道時的行為是不可接受的。根據張

志學（2001：411）研究華人普遍喜歡跟有「人情味」的人在一起，在中

國人的理解當中，人情代表著助人、熱情、關心別人、理解別人及和藹可

親等聯繫起來，而沒有人情代表不關心別人、自私、斤斤計較。因此人情

代表善良的品質，代表著「善」，而無情代表著冷血，缺乏人性或品格低

下。因此，中國人認為沒有人情就代表著沒有道德。何友暉、彭泗清（1998：

35）就認為華人重視關係和整體的思維方式密切相關，它使人們習慣從關

係的角色而非個體的角度來感知世界，思考問題。 

另外，有學者從社會規範的常態化來說明關係，他們認為關係是將人

際網絡常態化，並進一步的將常態化的行為加以道德化。根據金耀基

（1988b：77-88）的研究，中國將常態化的關係規範化，形成「禮」，使

禮具體的規範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關係，許倬雲（2006：22-26）認為禮是

根據中國天人合一自然和諧的觀點而來，因此周公制禮作樂除了根據中國

自然和諧的觀點外，更重要的是藉此將人際之間的關係固定化、常態化。

根據李震（1979）研究發現，禮的設計並不是要規範讀書人，而是要將社

會一般民眾也納入「禮」的規範之下，使民眾行為有遵循的方向，李氏認

為由於一般民眾並不懂儒家文明的原理，也無法一一的說明，最好的方式

就是將這種社會原理加以制度性的常態化，讓一般民眾有所遵循，當大家

都遵循一致的社會規範，社會自然可以和諧發展。雖然禮規範各種關係，

但他卻是要求每個人從自己本身做起，當每個人做好自己的本份，那麼社

會、國家，甚至於天下自然可以穩定和諧的發展。而所謂本分就是盡其社

會關係網絡中的責任，因此，維持良好的關係就是道德的表現。例如，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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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際交往的原則而言，「送禮」並不能單純視為物質性的交換，而是

一種情誼的表現，甚至是一種認同行為。當別人送禮給你代表他認同你，

希望與你做朋友，同時也有表達尊敬與恭賀之意，而收禮者也必須適當的

回禮，以表達雙方的友誼永固，「來而不往非禮也」。因此，在華人社會

當中禮不僅是社會制度，更是一種情誼的展現。 

從中國傳統的政治結構而言，國家是宗族的擴大，在嫡長子分封世襲

制度之下，天子為大宗，諸侯為小宗，對諸侯而言，也分嫡長庶幼之分，

其本身仍依大小宗的關係進行權力繼承。在分封世襲制之下，從天子到最

下層的貴族卿士，壟斷了所有的統治階級。統治階級的唯一依據是血緣關

係，而非管理能力或技術。在這種環境下，政治結構只是家族關係的擴大，

只是大宗小宗血緣關係的延續，嫡出的大宗取得皇位，而庶出皇子分封為

諸侯，諸侯本身也依嫡庶之分，以此做為政治權力分配的框架，形成政治

權力即為關係的延伸（文崇一，1995：245-290）。根據文崇一（1995）

分析中國歷代政治與宗族關係，他認為雖然秦以後改變了分封世襲制，尤

其是隋唐以降的科舉制度對家族關係壟斷政治結構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

即使到民國以後實施民主政治，仍能發現以關係為核心的地方派系把持權

力運作。 

總之，華人的關係主義滲透於社會各層面。中國長久以來「親親之差，

尊賢之等」似乎是文化的一部份，先秦以來，華人世界受宗法禮制的影響，

使得人與人相處有了既定的社會規範，而這套社會規範從周公制禮作樂開

始，不僅變成社會規範的一部份，更成為社會文化與倫理的一部份，即使

是民主社會仍無法擺脫這套行事規則。 

參、關係研究的理論 

一、以往的關係研究 

廿世紀70至80年代華人世界出現本土化的研究運動，企圖擺脫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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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理論窠臼，建構具華人脈絡的研究主題、概念、理論與方法（楊國樞，

1993b：6），心理學即在這股風潮引領下，開始人情關係的研究，而其中

有關「面子」（如，朱瑞玲，1993）、「人情」（如，黃光國，1988）、

「報」（如，文崇一，1982）、「關係取向」（如，李美枝，1993）及「家

族主義」（如，文崇一，1988；鄭伯壎，1995）等，以及後續出現的「關

係」（如，黃光國，1999）及「信任」（如，鄭伯壎，1999）等，都與人

情關係存在一定程度的關聯，顯現關係研究的本土性意義。它不但涵蓋華

人關係行為大部份現象，而且具有深刻的本土化意涵，在理論與實務上對

於華人行為的理解均有重大貢獻。 

由於儒家文化下的關係主義研究，是相當本土性的主題，在西方的概

念之中並沒有一個對等性的用語，目前常見的有Guanxi,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Connection, Tie, Reciprocity等。同時因為文

化的隔閡，使得西方學者甚少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導致華人的關係研究處

於相對落後的狀況。雖然，目前已有少數西方學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但

大多是旅外學者藉由觀察華人社會的人際交往或社會互動，所做的經濟

（如，Fan, 2002; Yi and Ellis, 2000）、社會（如，Smart, 1993; Vanhonacker, 

2004）或管理行為研究（如，Chen, Chen, and Xin, 2004; Chen and Chen, 

2004）。根據劉萃俠（2001：27）統計，華人文化圈在2000年以前的相關

研究雖然高達229篇，但外國的文獻則相對稀少。探討的主題包含管理（王

招英，2010）、婆媳（楊宜音，2001）、政商（方孝謙，2003；周德宇，

2007）及信任（吳婭丹、賴素瑩，2006；楊中芳，2001b）等。尤其是近

年來隨著華人消費市場的高度成長，許多跨國企業紛紛至香港、新加坡、

台灣及中國大陸等地設置公司與工廠，開始留意華人特殊的關係主義對於

市場投資、人員管理與產品銷售的影響，轉而對人情關係之研究產生興趣

（楊中芳，2001a；Chua, Morris, and Ingram, 2008; Fu, Tsui, and Dess, 2006; 

Yeung, 2006）。雖然，華人社會的關係研究已累積相當豐碩的成果，但

截至目前為止仍侷限於私部門的研究，缺乏對公部門在關係行為上的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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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係主義的理論框架 

一般認為人類學者費孝通（1948：22-29）最先將人情關係加以理論

化1，他透過長期的田野調查，提出「差序格局」（Differential matrices）

的概念來說明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的差異2，又稱為「同心框框」。後進

則有「後門框框」；「人情框框」及「儒家關係框框」的理論論述。以下

分別從這四個面向介紹： 

（一） 同心框框 

費孝通（1993：24-27）認為中國人的社會關係，就如同石子投入水

中，水波的中心是自己，最內層是最親密的家族成員，隨著水波向外擴散，

一圈圈向外擴散，愈推愈遠，關係也愈薄，被波紋所推到的就是一種關係

的延伸，每種關係之間都有固定的行為規範，為了「不失其倫」就必須遵

循規範，倫就是等差的次序，對待家人與外人有親疏、輕重、遠近之別，

愈是外圍的關係重要性就愈低，相互間的資源交流也相對較少。愈是核心

部份相互間的權利與義務就愈重，倫理的規範力就愈強，個人自我可運作

的空間便愈小，反之，愈是外圈的關係相互間的權利與義務就愈輕，倫理

的規範也愈低，個人行為彈性相對較大。費孝通（1993：77）認為由於波

紋核心中的親屬，倫理關係的約束力強，基本上禍福與共，相互依賴的程

度自然較高，因此相互之間都拖欠著未了的人情，強化相互關係的倫理約

制。另一方面是由於同根同源、唇齒相依。使得關係基本上依照「各盡其

能、各取所需」的原則進行，雙方各依照個人需求要求對方盡義務，而自

己對於核心成員也有義務無條件付出。在關係的框架中，雖然每個人重覆

扮演不同的角色，同時是父親、又是別人的兒子，但只需要依照波紋核心

的程度，調節行為的先後次序即可。 

關係網絡雖然有等差之別，但關係的延伸卻非常有彈性，它所涉及的

範圍可以很大，也可以僅以自己的親友為對象，而且在不同時間與地點動

                                                 
1  翟學偉（2007）則認為是由胡適先提出這樣的概念，不過這個說法並不普遍。 
2  差序格局係指中國人依人際關係來區分自己人與外人，面對自己人與外人使用不同的應

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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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關係也都有所不同，不同的關係有不同的對待方式。當相互之間不存

在任何關係，可由交錯的人際關係網絡搭建彼此的關係，透過間接關係建

立起綿密的關係網絡。例如，甲為投標商的主管，丁為標案業務的承辦人，

甲要瞭解標案的內容，設法透過乙親友的介紹認識丁，並從丁口中獲得部

份標案的內容。這種關係原來不存在，但可以藉由兩個同心圓波紋重疊的

關係加以搭建，不過這仍受相互間關係的親密度而定。若甲與乙的關係愈

親密，且乙與丁的關係也愈親密，則其間所建構的關係可能就愈可靠，但

如果雙方關係或一方關係並不在波紋的核心，那麼關係便難以建立，倫常

的約束力也隨之下降。雖然同心圓框框初步建構出華人關係主義的輪廓，

但他將血緣視為關係主義的核心，似乎與實際現象有一定的落差。 

（二） 後門框框 

後門框框採用西方資本交換的觀點。金耀基（1992：64-85）分析中

國大陸80年代初期「走後門」的現象，他發現中國大陸自文化大革命後，

人民公社取代社會中的家族功能，家族結構徹底的被摧毀，為彌補關係的

斷裂，企圖經由送禮等功利手段，彌補以往關係所扮演社會互助的功能。

根據金氏的研究發現文化大革命雖然割離關係主義對人際交往的影響，但

也由於社會法規與公德被嚴重的破壞，人們合理的需求也往往要通過「走

後門」才能滿足。根據他的觀察，由於人際關係中充滿不信任，使得人際

交往充滿現實感與功利性，這個時期關係的建構變為相當功利、不擇手段

與缺乏真情。其次，雖然受到社會結構崩解的影響，但並未完全摧毀華人

對關係的心理依存。為了讓新的社會結構有運作的文化基礎，取而代之的

送禮行為變為單純的利益交換，送禮不再帶有任何義務與倫理性，更喪失

關係交往的情感成分。 

金耀基（1992：72-78）認為以往的同心框架受社會結構改變的影響，

轉化為橫向聯結的物質模式，傳統規範的倫理關係被資本交易所取代。他

認為現代人在相互交往的過程中，都會彼此計算可以從對方手中獲得多少

報酬，為了這些報酬自己必須付出多少代價，報酬減去代價便得出與對方

交往的程度。後門框框交往的原則主要根據「社會交換」（Social Exchange）

邏輯，雙方根據自身的需求，進行「資本交換」（Social Capital）。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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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結構改變，斷絕了以往社會關係所擔負社會交往的功能時，送禮便擔負

起了聯繫關係網絡的工作。金氏認為關係雖然只是雙方身份上的認同，但

這種身份認同卻可以透過資本交換的過程，轉換成有價或無價資源。例如

在人事的任用上常會出現甲官員任用乙官員的一位親戚，而乙官員則任用

甲官員的親友做為回報。或者是丙官員為了要與高級官員乙建立關係，有

時可能在不受乙官員說情的狀況下任用乙官員的親友（Vogel, 1989）。在

這個框框的關照之下，關係建構純粹就是投機鑽營、請客送禮、拉幫結派

的行為（彭泗清、楊中芳，2001：184-185）。事實上，在葉光輝（2002）

近期的實證分析中發現，現代社會核心家庭結構已取代以往家族性結構，

使得家族性的血緣關係，逐漸的被志趣相投或事業的伙伴等關係給取代，

使得傳統的倫理規範僅止於核心家庭成員。當關係斷裂時就得靠利益的交

換做為關係建立的橋樑基礎。以往同心圓框框受社會結構改變的影響，轉

化為橫向聯結的物質框框。後門框框雖然有效的彌補費孝通以血緣為核心

的理論缺口，但金氏過度強調物質在關係形成中的作用，似乎又忽略情感

在華人人際關係運作所扮演的角色。 

（三） 人情框框 

常言道「人情關係」，人情與關係有密不可分的聯繫。人情是指人之

常情（馮友蘭，1967：162-163）。在儒家文化的脈絡之中，人之常情規

範在「禮」之中，並具體的以「倫」的方式呈現，在這個倫的架構下對特

定的人物形成特殊的名份，即必須負擔特定的角色責任。這個特定的角色

並不是單純的行為規範或資本的交換行為，而是一種情感性的交流。金耀

基（1988a：77-83）從儒家忠恕之道解釋人情關係，他解釋所謂人情即人

與人之間的「情份」，因此，做好人際關係即為「通情達理」，做不好則

為「不通情理」。而且是先講情，再論理（林語堂，1984：72-88）。關

係除了指個人在倫常中的角色，還指個人道德情感的抒發，即所謂儒家所

說的「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做好自己的倫理本份，只能算忠

於本份，但這還不夠，因為在儒家看來，這只是消極的做好自己的本份。

要完滿生命的意義及達成社會的和諧，除了要盡己的社會本份之外，還要

做到積極的推己及人，「己之所欲，施於人」。故人情關係就是情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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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做好自己的倫理本份之外，更重要是推自愛之心以愛人。這種向裡

用力的思考特點，充分的說明「將心比心」在華人關係當中的作用。 

人情框框強調人情的交換，不同於同心框框在固定的倫理框架下運

作，也非對等的資本交換關係，而是一種情感性的交換，這種情感性的交

換是可以跨越既有的倫理框架，從毫無瓜葛的陌生人變成為「準親屬」關

係（金耀基，1988a：95-96）。不同於資本交換理論的觀點，人情框框認

為關係的建立是一種人際情感的交換，它不能單純的視為社會資源的交

換，即使是送禮也應當視為是一種情感的交流，並不能視為一種社會資本

的交換。總之，人情框框不單指社會倫常的遵循，還擴及情份的交往，而

且涉及深層的情感表達與認同，這種深層的情感表達，讓交換行為變得相

當不對等與難以清算。 

（四） 儒家關係框框 

所謂儒家關係框框，係指黃光國（1988）所提出的「儒家關係主義」，

它是綜合前述同心、人情及後門等三種行為框架。黃氏認為同心圓的規範

框架雖然說明了傳統關係對個人行為約束的強弱與先後，但卻忽略波紋外

層人際行為的互動。而人情框架雖然從心理結構與需求，說明華人社會進

行關係交易的內在需求，但似乎忽略人情交易的資本動機。反之，後門框

框說明人情交易的資本動機，卻忽略內在的情誼動機。黃氏認為隨著角色

與時空的差異，人與人的關係隨之改變，因此在關係的使用策略上會有所

不同。黃氏認為依照關係的不同區分為情感性、工具性與混合性三種，相

應的策略為需求法則、公平法則與人情法則。 

所謂「情感性關係」（與前述人情框框類似），存在於家庭、同儕、

密友等初級團體，由於這個關係主義由血緣等親密關係構成，交往過程具

高度情感成分，以「各盡其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則進行交往。第二種

關係為「工具性關係」（內涵類似於前述的後門框框），工具性與情感性

正好是兩個對立的關係，工具性關係在傳統的差序格局中位居於波紋的最

外層，關係的建立主要是為了要滿足某些物質性的需求。相互之間依據「公

平法則」進行交易，例如，店員與顧客，公車司機與乘客，公務員與被服

務的民眾，雙方交往時都是為了滿足某些物質需求，交往時彼此可能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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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對方的姓名，其間不存在任何感情，大多採用資本交換的規則進行。第

三種是存在於工具性關係與情感性關係中間的「混合性關係」，是上述兩

種關係的混合，雖然具有情感性關係，但情感的成份不是很強，但又不像

工具關係絲毫不存在任何私人情感，大多數的交往屬於這類關係，其行為

依照「人情法則」運作。黃氏認為前兩者都有明確的行為規範，屬於情感

性關係者即依需求法則，工具性關係即依公平法則，而混合關係則較為複

雜，它有情感的成份，但規範性的約束又沒那麼強，不一定要依據需求法

則，因此它的運用即有情感成份，又有資本交易的成份，有時候情感的成

份多一點，有時候資本交易的動機多一點。 

黃光國（1988）的理論出發點雖然是建構在費孝通差序格局的基礎

上，不同的關係會以不同方式對待，依親疏、遠近等關係會有不同的對待

方式。但他認為受到華人社會特殊的人際交往影響，為提升個人的地位、

權力與角色，必須充份運用波紋重疊與擴大個人的影響力，改變既有關

係，朝向關係核心發展。因此，黃氏的觀點可以說明動態式的關係框架，

他認為關係並非命定式的同心圓，他會隨著環境、個性、身份或職位的改

變而有不同的考量。在交往過程中個體會依據預期回報、人際資本與未來

需求而進行調整，由於人際資源有限因此只能有限度透過人際資源交換的

方式建構人際網絡，若預期未來需求性與回報性大，那麼個體便會設法運

用人情或送禮的方式推進相互間的關係，但如果預期未來需求與回報性不

高，那麼就可能縮減人際投資，而後果是雙方關係倒退。黃氏認為由於關

係在華人社會的道德性作用，使得關係建立之後，雙方便負有道德性義

務，使得關係不單僅是人際交往，而是社會運作或工作執行的交往模式。

這使得關係變為做人處事的道理，甚至成為一種學問（Yang, 1994）。它

不僅是社會道德認知，而且也是人際交往的技巧，如何透過適切的關係判

斷，採取相應的交往模式或策略（公平法則等）。例如，面對什麼人，相

互間存有什麼關係，期望維持什麼樣的關係，如何有效的運用最少的資源

維持關係。又例如，若要送禮，要用什麼方法送、送什麼禮，才能「禮輕

情意重」，「送到心坎裏」，將有限資源發揮到極致，其間涉及錯綜複雜

的交往技巧與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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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氏的儒家關係框框雖然較完整的建構出華人社會的關係運作，但也

由於他的理論著重從社會心理或文化心理學的角度解讀華人行為，因此，

理論多聚焦於私人關係領域的探討，忽略公領域的討論，尤其儒家倫理與

關係主義；公共資本與私人資本如何區分與交換；私權與公權的運作等。

這些議題的探討，有助於深化關係主義理論對華人行為的解讀，同時對於

防範關係主義對公務行為的負面影響，亦有所助益。基此，本文在以往華

人關係主義的研究基礎上，再進一步的深入探討關係主義對公務行為的影

響。 

肆、關係與道德 

梁漱溟（1986：81）表示認清人生相互關係之理，即為倫理。顯見倫

理道德與中國傳統的人際關係交往有密不可分的關聯。從社會交換的角

度，關係既然為群體社會構成的基礎，那麼人與人之間就有義務要執行某

些社會賦予的關係。尤其在儒家倫理本位的社會體系下，依據既有的關係

行事便是一種「禮」的表現。因此，杜維明（1996：77）就說「儒家的初

衷是要把處於人際關係中的個人予以道德化」。 

金耀基（1992：81）認為在中國社會行為藉由倫常加以規範，這種規

範是人與人行為的固定模式，由於這種既定模式，要求從個體的基本良知

出發。他的邏輯是先要求自己，當每個個體都能做到此點，天下自然就能

邁向和諧。儒家之所以會將關係視為社會運作的根本，在於他們普遍認為

關係是種自然的現象3。因為人一生下來便產生各種關係，當個人將各種

關係圓滿的實踐之後便是倫理，倫理並不是約束個人，而是在於提升個人

道德的自覺性。牟宗三（1967：312）認為外在世界的感通，提升個人的

自覺性，而此等道德的自覺性並不是種空談，而是要落實於日常人際關係

的實踐，以打通道德界與自然界的隔絕，將儒家道德形上學徹底完成。由

                                                 
3  中庸 22 章「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

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參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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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儒家認為個體生命的不完整，必須藉由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圓滿個人的

人格，來追尋生命的意義。當代學者也曾經運用不同的理論角度（如，

Lebra, 1976; Wilson, 1974；楊國樞，1993a），檢視華人關係主義的特質。

他們普遍認為關係取向基本上反映了傳統儒家文化的社會行為類型之基

本特徵，重視關係與人情對於華人的社會行為有壓倒性影響（文崇一，

1988；金耀基，1992；黃光國，2009b）。 

因此，金耀基（1988a：79）就認為在儒家系統中，人是一種關係的

存在。事實上，沒有了關係，人便在社會上失去了功能，失去了角色與地

位，沒有了關係人便無法生存在於社會之中，排斥於社會生活之外。「關

係」在儒家指的就是「倫」這個字，「倫」意指秩序，更具體的說，它是

指存在於個人之間的「等差秩序」，潘光旦（1999：376-377）指出，儒

家「倫」的概念主要關心兩個問題：一個是個體之間的等級區分；二是個

體之間應建立的關係。儒家的社會秩序是建立在「倫」的概念之上，而「倫」

的概念主要指涉的是「別」的問題，亦即角色關係的區分；費孝通（1993：

26-27）在〈差序格局〉一文中談到，在社會結構當中人和人來往，所構

成的網絡中的綱紀，就是一個差序，也就是倫。「倫就是，水文相次有倫

理也。」是社會共同遵守的條理、類別、秩序的意思。用費孝通類推的觀

點，就是自己推出去和自己發生社會關係的那群人裏，所發生的一輪輪波

紋的差序。他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就是由等差所構成的社會格局，儒家認為

人的等差之愛，是社會的自然現象，一個人如果連自己的親人都不愛，那

更不可能去愛別人4。同時，在不同的社會格局中，個體有著不同的社會

地位，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便形成不同的社會關係。儒家並不是反對墨

子兼愛的思想，而是要在行有餘力才去做，如果至親都照顧不好，那有餘

力去照顧別人，同樣的對賢德之士的尊重也應該要有等差之別，德行高的

要多尊重點，德行少的，尊重程度自然不會多過於德行高的人。如果要求

愛別人的父母要跟愛自己的父母一樣，不但不切實際，而且違反人性及情

感上的需求。因此，黃光國認為儒家在程序正義上是依循著「尊尊原則」，

在分配正義上是依循著「親親原則」，由親而疏即是儒家關係的倫理表徵。

                                                 
4  孟子批「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猶如禽獸。又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

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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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依據由親而疏，由近而遠的等差進行交往，並以此做為行事的

規則，便是一種道德。 

儒家藉由制「禮」作樂的方式，將各種社會關係固定化，固定化的社

會關係，將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從己出發的作為化為可能，否則人人便會

為了自己利益行事，天下便要大亂。固定化的社會關係，便是「禮」，具

體而言就是各種倫理關係，各種人與人交往的規範。因此，關係便是倫理，

人與人之間有履行各種關係的責任與義務，這便是我為人人，依關係或倫

理而行便是道德。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上，首先就是要從自己本身做起，對

於己要以禮加以規範，而規範自己最根本的方式就是修身5。當然，儒家

並不滿足個體生硬的遵守社會規範，他還希望透過人際交往建構起人與人

之間的情感，以穩固社會情誼，當人與人間藉由交往建立感情後，後續的

交往就不再依附禮的規範進行，而是透過人與人情感的觸動，而產生的真

有之情6。在儒家社會當中，這種由己到國家、天下，便是費孝通所指的

格局，將這種社會格局具體實踐，便是一種倫理。而遵守倫理，不僅是種

道德義務的表現，而且是發自內在心靈的感通，藉此完滿生命的意義。也

就是說，儒家藉由自然律規的人倫綱常，藉此提升個人的道德人格。金耀

基（1988a：79-80）認為儒家學說基本上認為人是生存在各種關係之上；

此種種關係就是種種的倫理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網。儒家相信人與人之間

的關係是種種「情份」，故倫理關係，即是情誼關係。這種情誼關係連鎖

起來，便構成一和諧的社會秩序。儒家根據傳統中國的社會格局，設計的

一套行事規則，依照這個格局做好自己的本份，便是倫理。因此，人與人

相互之間的關係就必須要限制在這個範圍中運行。總之，「倫理本位者，

關係本位。」（梁漱溟，1986：94）關係不僅只是倫理的遵循，目的在於

強化個人內心的道德感，同時也賦予關係相當程度的道德意涵，並以此規

範公務員行為。 

                                                 
5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 
6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從這句話可

以很明白的看出，孔子認為倫常關係的遵循，並不僅外在形式上，而且要能心悅臣服的

做這件事，真誠的做到心靈交感，只有這樣才能算得上真正的孝，因此，中國傳統三綱

五常的遵守並不是在於行為上，而在於心理上。 



關係與貪瀆：華人關係文化脈絡下的公務員倫理行為 17 

伍、公權與私權 

中國政治結構是家族關係的擴大與延長，擴張到幾乎所有的社會生活

都予以家庭化，例如君稱君父，臣稱臣子，地方行政首長為父母官（韋政

通，1983：54-55；梁漱溟，1986：81），那麼由家族衍生出的關係主義，

必然鑲嵌於中國的政治制度之中，有著密不可分的依存關係。根據費孝通

（1993：147-158）的觀察，中國的行政體系只有到縣，形成政治運作的

斷裂與不連貫，因此，縣以下的工作主要由鄉里的自治團體加以運作，而

運作的方式就是以各種關係為主體，若遇到命令執行上有困難之處，就透

過同鄉、同宗等關係向上反應，有時甚至可以直達皇帝，反之，縣以下行

政單位的命令執行也是依此關係運作。翟學偉（2011：89-90）表示春秋

戰國的「客卿」及後來的科舉制度，就是為了要削弱門閥及世族在政治上

的影響，防杜外戚的干政。另一方面則能擴大統治的基礎，吸納更多元的

地方勢力，以鞏固政權的合理性。而各家族也利用這個時機培養家族成員

參與科舉考試，以爭取及擴大家族的政經利益。不過，科舉制度雖然削弱

關係對政治運作的影響，但關係主義仍會伴隨著官吏的考選，滲透到政治

結構與活動之中。翟氏分析認為，在中國社會當中參加科舉考試，並不是

個人的事，而是整個家族的事，因為科舉是家族權力獲得的唯一管道，關

係著家族的榮辱興衰，無論是名義或是實質上都會全力支持，一旦成功躍

上龍門，便是「光耀門楣」，失敗便「無顏見江東父老」。因此，當官的

在道義上有與家族分享資源的責任與義務，造成公共權力與關係合理的聯

繫。文崇一（1995）認為這種共生效應，使得官員獲得權力之後，運用權

力照顧自己人就變得理所當然，並以此相互照應，以鞏固或擴大個人的關

係權力。 

由於政治結構是家族結構的擴張，再加上人際規範的道德化等因素影

響，使得中國「公德」與「私德」變得相當模糊，當然也使公務員在公權

力的行使變得格外不確定，在傳統中國的社會當中關心自己人、照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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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種道德，這種道德觀明顯的與民主社會當中公務員扮演「公共人」

角色明顯不同，公務員角色是為公眾利益而服務，而在中國的關係主義當

中自己人也是種公眾利益（王一星，2008：18）。費孝通認為在中國傳統

的官員意識裏，沒有一個超乎私人關係的道德觀念，他認為由於中國傳統

社會中官員公務活動的責任對象，並不似西方抽象的國家共同體，因為「我

國傳統國族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國是皇帝之家，界線從來就是

不清不楚的，不過是從自己這個中心推出去的社會勢力裏的一圈而已」

（1948：28）。在處理公務時，官員是運用「差序」的人倫準則對各種具

體責任進行排序，「就是負有政治責任的君王，也得先完成私人間的道德。」

（費孝通，1948：24）在西方團體格局的社會中，履行公務是一個清楚明

白的義務，他不會與私權相混淆，公領域與私領域分的相當清楚7，而在

傳統的中國卻是互相交錯，國家只是家族關係的擴大，公與私沒有清楚明

白的界線（王一星，2008；費孝通，1948）。事實上，在現代民主社會當

中，關係仍深刻影響台灣的政治發展。Jacobs（1979）在台灣的基層政治

聯盟的研究當中，發現政治聯盟基於「親密」的特殊情感「關係」才能形

成，這個觀點在後續的研究中也不斷獲得支持，他們均認為關係對於政治

運作（蔡育軒等，2007）、決策與地方政治生態（趙永茂，2004）有深刻

之影響。 

華人關係是一步步逐漸向外推，因此，華人社會的關係網絡其實是由

私人關係構成，那麼社會道德其實就是私人道德，只有在私人的關係中發

生聯繫（費孝通，1993：29）。也由於這種向外推的關係網相常有彈性，

使得邊界相當模糊，那麼自己或團體就變成了相對的概念，可以很大也可

以很小，這種關係特質使得公德與私德變得模糊。由於角色的相對性，那

麼為了自己可以犧牲家，為了家可犧牲團體，為了團體可以犧牲社會，為

了社會可以犧牲國家。不管是為了家或為了團體，個人都是站在公的立

場，在差序格局裏公與私都是相對的，站在任何圈子向內看都是公。其次，

                                                 
7  黃光國（2009a：84-90）認為在西方世界之中，主要是依照 Rawls 正義論的邏輯進行公

權力的行使。Rawls 提出社會正義的分配觀點，他以「無知之幕」（a veil of ignorance）

說明社會公共財的分配原則。他認為所為分配正義就是要在不知道受益者的社會地位與

身份條件下進行分配，也就是不管對方是男或是女，是黑人或是白人，是皇親國戚還是

販夫走卒，是親人還是非親人，都要純粹理性的分配社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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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親親原則」的促動下，對小團體特別關照不僅是為了公，而且還算是

道德行為。錢建平（2009：29）從農業社會的經濟結構分析，認為以血緣

家族為核心成為社會普遍的組織形式。在以血緣為紐帶、以倫理為本位的

社會形態中，「家」和「族」是構築社會最基礎的單位。集家而成族、聚

族而成國，在家國一體，家國同態的社會結構下，關係倫常便成了規範社

會的有效工具。社會經由各種人際關係聯繫起來，在家中重親，強調子對

父母之孝；在國中重順，強調對君之忠。國成為家的聯結和放大，公德「忠」

與私德「孝」連成一體。這使得私德既為公德，公德與私德變為沒有界線。

當人情與關係成為一種禮或法，便扭曲了法的社會裁罰作用。華人世界由

於成員長期相互磨合而形成的各種模糊的倫理情感，使得利害的判斷沒有

絕對普遍的標準，其裁判來自群體中的最高掌控者的利益選擇與情感評判

（錢建平，2009：29）。在這種社會中，人情倫理發揮著比法律更重要的

功能，法律和其他公共規範則沒有獨立的地位，不具備統一性、普遍性、

穩定性和可依賴性。因此，「德主刑輔」成了傳統中國治國思想的概括，

而標榜綱常禮法的君主和家長意志，實際上才是社會事物最具權威的裁判

標準。這使得近代民主法治精神常被人情關係扭曲而變形，同時也使得中

國人喪失了公共觀念（梁漱溟，1986：75-76）。 

雖然西方國家也存在關係現象，但西方的關係主義是以社團為基礎，

而華人的關係主義則是以家族為基礎。在西方社會關係是透過個人主動加

入社會而產生的，目的在透過社團的集體力量與國家對抗，維護個人權益

不受國家侵犯。為強化社團的對抗力量，每個人都必須負擔某些特定義

務，如此加入組織才有可能使個人獲利，由於團體中缺乏血緣來規範個人

的行為，為了使組織能夠持續發揮影響力，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守公平與正

義的行事規範，如此每個人才可能從群體中獲得最大利益。其次，中國以

農立國，家族成為農耕人力的主要來源，形成家族間具有勞務交換與互相

幫忙的義務。西方自願性加入的社團，缺少華人因血緣聯繫產生的完全義

務關係，他們與社會及個人之間關係，建立在對等的權利與義務關係，即

使是親友或家人，關係的建構與維持都是對等的權利與義務的交換行為

（Yang, 1994）。因此，西方雖然也存在著關係主義，但這個關係是維繫

在求取個人利益的目的之上，而維繫個人利益最佳的方式是遵循公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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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而非親親法則（翟學偉，2009：114）。此等關係主義上的差異，導

致華人社會辦事會想方設法託人關照，以求獲得特別的處理，而在西方人

卻是要依規定排隊辦理，先到的先辦，後到的後辦，因為你會找關係，別

人也會找關係，但是當下次你沒有找關係，別人有找關係就很可能影響個

人的權益，況且西方關係的形成是個人自願加入，而不是來自於天生的血

緣關係，缺少了血緣關係做為聯繫，組織中人與人的關係自然不易形成親

疏之別。顯見，東西方雖然都存在著關係主義，但華人社會遵循親親之差

的自利法則，而西方遵循的是公平法則。兩者雖然都關注利益的維護，但

使用的手段並不相同，在西方的社群當中遵循公平法則，而華人社會依循

的是親親法則。 

由於，以血緣為核心的關係主義，不僅止於宗族社會中發展，而且還

擴展成政治架構，使得家族血緣鑲嵌政治制度當中，形成公與私難以區分

的社會型態（文崇一，1982）。根據 Pye（1988）的觀察，在中國似乎搞

好人際關係，人生便成功一大半，他認為中國的關係就是行為的規範，當

一個人有愈多關係，代表他的能力愈強，因為，有「關係」就沒關係，沒

「關係」就有關係，如果有關係，事情就很容易解決，沒有特別的關係，

就很難成事。當個人進入到關係網中，便負有某種義務，而愈接近關係網

的核心，這種義務性就愈強。黃氏認為由於華人常藉由人際資本的操作性

手段，以人情交換的方式，建構人際網絡綿密的人際網，當自己成為別人

人際網絡的一份子，別人就對自己有某種義務，藉由這種關係義務來完成

事務處理。所以，王林敏（2008：111）認為關係是華人社會權力的交換

管道，透過這種權力的交換規則，可以將公有權力加以私有化，將公共的

權力加以個人化，轉化為個人資產的一部份，他認為在這個文化價值之

下，A與B的行事規則之中，今天A在此事有求於B，可能明天B就會在彼

事上有求於A，對A與B的規則就變為B對A的規則。如果今天B不給A面

子，不替A辦事，就無法指望A日後幫助他，這就是在中國的社會當中沒

有關係寸步難行的原因。從人際資本的角度而言，為了維繫已有的人情與

積累將來的人情，人們往往採取送禮、拜會請安、託人說情、提供方便等

手段進行感情投資。因為欠了別人的人情，則在社會交換關係中失去獨立

性，心理總處於一種虧欠與失衡的心理狀態，為了不欠人情，最好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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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還給別人更多的人情，社會角色也就在人情的「債務人」與「債權人」

之間來回。所謂「欠人人情」、「受人錢財要替人消災」、「受人點滴當

湧泉以報」等（賀培育、黄海，2009：58-59）。透過人情交易，公權力

往往淪為人情交易的籌碼，使公權轉化為私權。 

雖然有很多研究指出儒家關係主義是導致華人社會貪污的重要因

素，但儒家關係主義並不一定帶給公務行使負面效應（e. g. Agelasto, 1996; 

Li, 2011; Luo, 2008）。例如齊杏發（2008）研究儒家關係主義對華人公務

員的影響時就發現，受到儒家關係主義建構自己人的信任感所影響，很多

公務員在執行公務時，常常會利用這種特殊情感進行公務協調，以化解公

部門之間的紛爭。蔡禾、賈文娟（2009）的研究就指出，雖然面對自己人

與外人有親疏之別，公務員面對自己人理應提供較多的服務，反之，當對

方有困難時，自己人也有義務要提供幫助，也就是華人關係主義雖然是導

致公器私用的合理化心理機制，但卻也可能出現私器公用的情形。總之，

華人關係主義並不必然對於公務行政產生負面效應。事實上，我們也常藉

由關係主義的特點來進行工作的協調與公務的執行。 

陸、公務機關與關係 

雖然華人關係主義不必然導致貪瀆，關係主義也可能使得華人公務員

出現私器公用的狀況，但由於公共資源的無償性與無限性，提供公務員公

器轉為私用更大的動機。以下分別從道德性貪污、公務部門結構的疏離

性、公權力行使的潤滑劑及自己人的信任減低貪瀆風險等四個面向，說明

關係主義為什麼比較容易出現公器私用的現象，同時也藉此說明關係主義

下如何導致貪污合理化等心理效果。 

一、 道德性貪污 

當文化中公德與私德分不開時，公權與私權便難以劃分，當公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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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權時，那麼便不存在權力濫用的問題，也不會產生以權謀私的道德壓

力。在民主社會當中，公權與私權不能混為一談，公權力不能侵犯私權，

私權也不能影響公權力的執行，當「公權力濫用，以謀取私利」便是貪污

（Sandholtz and Koetzle, 2000; Treisman, 2000）。然而，從華人社會差序

格局觀念的影響，自己人與外人的等差之別，照顧自己人就是履行社會義

務，執行社會道德，在公德即是私德的文化脈絡下，用公權照顧私人便理

所當然。誠如費孝通（1993：29）所言，公和私是相對而言的，站在任何

一圈裏，向內看都可以算是公。因此，以權謀私，在華人世界當中就是以

權謀公，既然是以權謀公，那麼就沒有所謂的權力濫用的問題，也就不存

在貪不貪污的問題。相反地，受到傳統社會關係主義的影響，這種以權謀

公反而帶有某種程度的道德性，提供公務員貪污合理化的心理機制。 

雖然西方社會也有關係現象，但在西方人關係主義的概念，較類似於

物質交易的型態，只不過這種交易由有形的物質轉為無形的關係，因此西

方的關係主義其實就是一種社會交換（翟學偉，2011：92-93）。從黃光

國（1988）理論的架構來看，西方的關係比較像外人或陌生人層次的交換

行為，他們的行為並不會涉及情感的交流，可以算是商業行為的延伸，行

為缺少道德性意涵。而在中國自己人關係的建立與交流，呈現出的是各盡

其能各取所需，如果是自己人會不計代價的協助，既使是「兩肋插刀也在

所不惜」。其次，不管從費孝通的「差序」或是儒家「親親之差」，照顧

自己人在傳統社會當中本來就是一種道德。在中國人的社會當中如果對待

自己人與對待他人一樣，會被視為「六親不認」或「刻薄寡恩」，即便贏

得「鐵面無私」的美譽，也似乎是一種反諷，對當事人來說反而是種人格

的缺失。根據余一鳴（2014）以受試者間設計（between subject design）

的方式，進行公務員執行公務時對待「自己人」與對待「陌生人」有無區

別時發現，公務員在執行資源分配或獎勵時，會分配較多的資源或獎勵給

自己人，反之，給不熟識的同事較少的資源與獎勵，初步證實了台灣公務

員存在道德性貪污的現象。 

二、 公務部門結構的疏離性 

Bandura（2002: 108）認為環境的隔離等因素，很容易讓人排除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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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心理約束，使得暴力或屠殺行為行使時更為容易，尤其在層級節制的

組織當中，容易造成決策者遠離決策造成的後果，使得決策者在決策過程

中忽略道德性的思考。決策高層負責計劃擬訂，再交由中層公務員分層制

訂細部的執行計畫，當決策轉達至下級的執行單位，使得高層遠離受害

者，而減低道德對決策過程中的約束力，中層公務員既不必對決策負責，

又不必面對執行時所造成的危害，使得龐大行政機構成為「道德疏離」

（Moral disengagement）8產生的來源。例如，美軍進行飛彈攻擊千里外敵

人，造成的平民傷亡的災情，往往因為決策者遠離事故現場，而感受不到

攻擊行為的殘忍性，在這種情形下即使個人具高度的道德感，如果感受不

到別人的痛苦或造成的危害，道德的約束力量也會變得薄弱（Tilker, 

1970）。由此可見，公務部門的層級結構及分權負責，很容易阻隔公務員

決策時的道德思考9。 

其次，由於行政決策與執行具有利益分配的特質，致使行政權產生市

場價值，引發市場競租與尋租的效應。在傳統文化的格局下尤其在公私不

分的文化氛圍下，很容易引導公務員將公權力當作人情。由於政府機制不

僅擁有獨占的權力，也握有相對充足的資訊，尤其對公務員而言，他們在

職務上擁有的資訊會比其他官員或民眾來的充份（陳敦源，2012：

358-362）。這種資訊不透明或不對等的狀況下，公務員就較有足夠的空

間「做人情」給「自己人」。蔡穎玲（2008：94-97）在公務員貪污的訪

談中也發現這種情形，在科層制度與長期工作經驗的累積下，公務員嫻熟

法令與工作技巧，在這種資訊獨占的優勢下，可以輕易躲避監管部門的監

督。由於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存在的資訊不對稱，被監督的公務員擁有法定

的資訊專屬權，而監督者或上級主管只能透過間接管道獲得二手資訊，尤

其因為科層組織中的專業分工，致使業管事項具有相對專業性，在嫻熟法

令與運作技術的輔助下，公務員反而可以輕易的鑽法律的漏洞，也使得人

情交易的成本非常低廉。 

                                                 
8  「道德疏離」心理機制由心理學家 Bandura（1986: 376-389）所提出的概念，余一鳴（2012）

及 Moore（2008）透過理論的推導發現這種心理機制很容易與科層組織結合成行政貪瀆

溫床。詳細內容請參閱上述相關著作。 
9  相關的論述，請參閱余一鳴（2012）有關組織腐化與道德疏離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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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宏偉、張衛東（2010：82-83）從角色的觀點分析公權力的執行與

傳統人情關係間的矛盾，他認為血緣關係所形成的「先賦角色」，與擔任

公職所賦予的「權力角色」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他們認為雖然公務員要

服從國家意志，執行公共權力，但另一方面公職又是謀生的工具，公務員

在薪資固定的狀況下，獨占公權力的經濟價值，就成為公務員賺取額外利

益的主要工具。楊國樞（1983：13）在檢視華人文化對公務員行為影響時

發現，公務員普遍有「服公務也是一種謀生的工具，做官自然可以比照其

他的行業，『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只要不惹出其他麻煩，服公職期間

弄點錢，並不為過」的心態。更何況在中國講情的社會裏，朋友有難相互

幫忙也是理所當然。同時以往的研究也發現公務員的升遷除了靠個人的努

力與表現外，還需要人際關係的加持（Kobayashi, 2006；鄭伯壎，1999），

當升遷不得不靠別人的情形下或公權力得之於私人關係時，那麼運用公權

力做為私人利益的回報，就很容易變得理所當然（余一鳴，2012）。 

反之，若凡事依法行政，鐵面無私恐怕會招致負面的評價。錢建平

（2009：29）認為依法行政，公平行使著權力分配雖然是公務員應盡的職

責，但卻很可能遭到同儕的孤立排斥，甚至被打壓出局的危險。此外，因

逃避人倫關係應盡的責任，很可能遭受親友的疏遠與不諒解。近期有愈來

愈多的研究間接的證實，關係對公權力執行產生的偏頗。例如，劉方玲

（2008：47）研究中國大陸河北村落的選舉行為時發現，村民在選舉村長

時以關係及人情做為選擇的依據，而不是依據候選人的行政能力，他認為

在傳統中國的人情關係的背景下，公共權力的選擇與行為都會受到關係導

向的影響，使內生的公共權力缺乏理性民主。又如侯曉寧（2011：143）

分析中國農村社會發現，隨著經濟市場化的發展和以利益為導向的現代社

會逐步確立，人情貨幣化出現有不斷增加的趨勢，人際之間的往來的功利

性越來越強。此外，由於權力的時效性，離職之後權力角色便消失，在「有

權不用逾期作廢」的心態下，角色的變化容易導致權力濫用，在這種公共

權力體系與「差序格局」的交互作用下，增加了公器私用的機率。再加上

施惠者不必考量交換成本的情形下，對於受惠者是否回報，就顯得不是那

麼重要了，就算受惠者無法回報，對以公權力做為施惠的公務員而言並沒

有任何損失（錢建平，2009：30-31）。雖然，公務部門的結構性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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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提供貪污可能管道，不必然引發貪污行為，但在華人關係主義的脈絡

下，結構性疏離為「幫助」自己人提供更便利的管道，使得關係主義得以

在公務體系當中持續發展。 

三、 公權力行使的潤滑劑 

人情關係影響公共決策，導致決策非理性化與分配私有化。劉方玲

（2008）在中國大陸河南鄉村實證訪談中，證實了人情關係對公共政策理

性選舉的影響，他透過觀察發現村民對於村長的選舉是以人情為取向，而

不是以公共利益為導向。根據他的訪談發現，村民關心的是村長能夠提供

私人服務，並不在意村長的能力如何，村長是否有遠見或行政能力強不

強，並不是他們關心的問題，而是村長為人和不和善，好不好相處，與他

個人有沒有特定的關係，能不能提供私人性的服務。顯見，人情關係在華

人行政推行的重要性，但這種關係的建立與培養，卻又反過頭來影響公權

力的合理分配，造成不理性的行政行為。由於人際關係中成員之間存在著

某種情誼，彼此有相互關照的義務。因此，在社會中的公事常常要私辦，

無論怎樣合乎法理也得先合乎情，否則就步履維艱（錢建平，2009：30）。 

先前曾經談到，有時候公共事務需要運用私人關係加以解決，造成公

權力與私權力在公務部門的運作變得模糊。齊杏發（2008）在一項以中國

大陸公務部門之間的長期追蹤調查發現，公務部門之間的公務協調與處

理，需要透過傳統的人際關係加以調節，他認為公務行為最終透過的是行

政官員與官員之間的協調，既然是人際之間的協調，就會涉及雙方關係的

差序格局，因此，行政部門的協調最終還是會受到官員之間的關係影響，

而且法令規定通常留有很寬廣的解釋空間，這個時候行政官員的解釋方

向，就變成命令執行與工作協調的重要關鍵。因此，政府部門間的事務交

涉，很容易變為私人關係間的資本交易。尤其當雙方立場對立或矛盾時，

第三管道的私人交情就變為協調溝通的重要管道。由於科層組織之間的協

調合作，需要靠正常溝通管道以外的人際關係做為協調合作的潤滑劑，那

麼私人關係在公部門的運作便存在合理性，因此公部門也有必要以公權強

化私人關係，以儲存未來工作協調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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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私人關係成為政府部門工作推行的依據時，那麼適時的提供公權力

讓私人「做人情」就變為理所當然。由於人情關係與市場要素相互苟合，

使得公事公辦成為不通人情，照章辦事成為「不給面子」，以利益為紐帶

的人情面子成為辦事處事不可少的潤滑劑與助動器。為了「不能辦的事要

能辦」、「可以辦的事要快辦」，人情關係就顯得格外重要（賀培育、黄

海，2009：59）。部門間協調需要靠私人關係加以促進，那麼平時將公權

力提供於私人做為人情，以累積人情關係，做為日後公務執行協商時的籌

碼（王林敏，2008）。其次，由於部門與部門需要藉由權力交換來讓工作

可以順利推行，權力交換或培養情感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種，例如行政部門

邀請官員陪同國外考察、餐敘、送禮或提供某某就業機會、升遷，以換取

政策的支持等。這些都是培養私人情誼的重要方式，也就是說行政單位要

適時的「放權讓利」，讓特定的單位或個人獲得利益，以建立人際交易網

絡。當人際關係提供政策協調與執行的有效工具時，為了培植私人情誼，

反而要在其他事件上放權讓利，這不但使得利用公權利經營私人關係合理

化，更使得公共決策或利益分配時，無法做到利益極大化分配極佳化，甚

至於導致公權力私有化，淪為關係交易的籌碼。 

四、 自己人的信任減低貪瀆風險 

前曾述及，華人的關係主義會造成內團體的偏私，這種偏私除了出自

於義務性的倫理規範，很重要的因素是情感上的認同，由於情感上的認

同，使彼此之間容易產生信任感，由於關係意味著相互的義務，而義務感

會使人做出值得信任的行為。當對方愈是把你當作自己人無話不談，你就

愈有保密的義務，否則會破壞之間的關係，瓦解相互之間的信任感，因此，

信任與關係可以說明相互依存，關係愈親密，信任感就愈高（王怡文、陳

亮全、黃光國，2006；林家五、張國義、劉貞妤、林裘緒、陳筱華，2009）。

楊中芳及彭泗清（2001：390）解釋，由於社會交往中，關係主要功能在

於人做出值得信任的行為，其中回報義務是關係的核心因素，一個人如果

不履行自己的義務，將失去社會人際資源。 

Rose-Ackerman（1978）認為風險是影響貪瀆行為的重要因素，當風

險愈高，貪污者所承擔的成本就愈高，那麼貪污行為就較不會出現，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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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的機率就會相對較高。因此，當貪污者相互關係密切，即可以降低貪

污的風險。Porta Della 與 Vannucci（2006）的研究發現貪污者彼此間的信

任度高，風險就相對較低，那麼貪污的機率就會增加。既然親密關係有助

於提升信任，信任有助於降低風險，那麼關係親密與否就成了引發貪瀆行

為的重要觸媒。Rose-Ackerman（1999）在後來的研究也間接的證實了這

個觀點，在他的研究當中發現，不管收賄者或賄賂者雙方之間都存在一定

的關係，不管關係是來自於別人介紹認識的或既存的關係，相互之間均會

存在某種程度的熟識，尤其親戚或至親通常是共犯結構中的主要成員，可

見關係或建立關係是影響貪瀆與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Ades 與 Tella

（1999）研究公務員行為也發現類似情況，當貪瀆的機會成本與風險都偏

低時，公務員就很可能出現自利或圖利親信的行為。此外，賀培育、黄海

（2009：59）認為由於都市化之後混合關係的功利思想，造成人情關係與

權力相結合，根據他的觀察，公務員除了利用人情關係關照自己人之外，

還會利用自己人轉介關係，透過熟人的「介紹」或「牽線」，降低權力尋

租的風險。雖然法律規範公務員利益迴避的事項，但透過人情交換、儲存

或延遲交付等方式，可以輕易的規避法令與制度的限制，將公器挪為私用

（許濱松、余致力、金士先、吳秦雯，2011；陳敦源、蔡秀涓，2006）。

雖然，西方國家也出現類似之現象，但華人關係主義脈絡下形成特殊的信

任感，更有助降低貪瀆的風險，進行引發貪污行為 （Chan, Cheng, and Szeto,  

2002）。 

雖然，西方國家相關的研究也指出，非正式的管道有助於彌補正式管

道協調的不足，但從前文的論述可以瞭解到在華人關係主義脈絡下特別容

易助長公權力私有化，甚至於將此視為合理行為。總之，關係主義雖然不

必然引發貪污行為，但卻為華人公務員貪污提供合理化的心理機制與便利

化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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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民主與關係主義 

在一般認知當中，認為民主有助於降低貪污發生的機率（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 2005）。他們認為透過民主機制的運作，政府定

期的接受選舉民意的檢驗，將政治最終的決定權力交給人民，將有助於降

低貪污的發生機率。不過，仍有部份的學者對於民主是否有助於降低貪污

持保留的態度。雖然民主制度的推動的確有助於建立較健全的監督機制，

同時民主意識也有助於降低公務員貪污的動機。但部份的研究則指出，在

半民主化的國家，貪污的情形不僅較民主國家來的高，而且也高於完全不

民主的國家。例如，Ehrlich 與 Lui（1999）的跨國性的研究當中，證實了

貪污與民主化並不存在著直線關係。Méndez 與 Sepúlveda （2006）的研

究也指出，民主化與貪污的非直線關係。也就是說，民主化對貪污的影響

還夾雜著其他如經濟（Scott, 1972）、社會型態（Lipset and Lenz, 2000）

與政治結構（Scott, 1972）等因素的影響。此外，Luo（2008）則從「裙

帶關係」說明華人社會的貪腐行為，Kang（2003）從「裙帶資本主義」

（Crony Capitalism）解釋東亞地區貪瀆的狀況，說明了關係主義在華人

社會當中可能對民主與貪污產生干擾效果。 

一、民主制度有助於弱化關係主義？ 

Choi 與 Woo（2010）的研究指出民主制度的確有助於減低貪污發生

的機制，這是由於民主制度當中的法令規範與監督制度較為系統化，導致

貪污的成本上升，使得貪污的機率下降。尤其當公民意識抬頭後，民眾降

低對貪瀆的容忍，使得貪污的監督系統從官方單方面的防制，進一步的深

入民間社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2005）認為公民意識之

所以能夠提升反貪防治的效率，在於民眾可以透過各項管道要求自身權

利。在公民意識愈強的社會當中，個人對於自身的權益維護有愈高的自主

權，公民可以藉由合法管道或社會團體與官僚體制對抗。因此，在公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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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高漲的社會當中，無需依靠個人的關係、權力或社會地位，個別公民有

較多的管道與較多的社會資源來協助個人爭取自身的權益，同樣地，社會

成員也會產生較大的意願來爭取個人的權益。 

事實上，在台灣的實證研究當中，也出現類似的結果，民主並不必然

弱化貪瀆（Yu, Chen, Juang, and Hu, 2008）。相較於民主發展不成熟的國

家，民眾常被教育成順民，服從政府的任何作為。其次，由於政府施政長

期的不透明，使得民眾無法得知個人自身的權益，即使瞭解個人自身的權

益，可能也沒有適當的救濟管道，或是官僚體系為維護自身的權益，運用

官僚特有的政治權力阻擾民眾救濟，導致社會成員養成「民不與官鬥」的

心態。雖然，並沒有研究指出民主制度會降低華人關係主義對貪污行為的

影響，但由於民主制度有助於提升公務員依法行政的意識，也提升公民對

公務員執行政策時的監督能力，自然可以有效降低關係主義對貪污行為的

影響。總之，有部份的學者認為民主制度有助於提高公民意識，而公民意

識的提升有助於降低公民對貪污的容忍度，形成公民社會對公務體系綿密

的監視網，有效減低公務員貪污的機率。 

二、貪污容忍與關係主義並存？ 

從國際透明組織相關的調查資料顯示，民主國家的貪污指數的確低於

非民主國家。不過，《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2014）近期的跨

國研究中指出，民主制度並不一定能有效降低貪污。根據以往的研究發

現，民主雖然可以降低貪污發生率，但在民主制度尚未深耕前，反而特別

容易產生弊端，這是由於民主尚未穩固之際，舊的社會制度正被民主制度

取代，但民主制度尚未健全的狀況下，提供貪污發展較大的空間。也就是

說，如果民主無法深耕為民眾價值與日常規範，那麼民主制度不必然有降

低貪污的效果。而《經濟學人》在調查中更發現，具有高度關係主義的國

家，在民主發展的過程中，民主價值並沒有取代關係主義，而是兩者相互

融合，他們認為民主制度鑲崁傳統的關係主義脈絡下發展，例如大型企業

或財閥透過政商關係，透過立法或政府特許等民主化的手段，建構起能

源、房地產、交通及水電壟斷事業。在《經濟學人》調查的23個國家當中，

華人社會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的排名上都高於其他半民主國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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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排名第一，其次為俄羅斯，就連具有高度廉

能與監督機制完善的新加坡都排名第五，台灣名列第八，雖然這些華人社

會相較於俄羅斯及東南亞國家有較高的民主程度，但卻呈現高度「裙帶資

本主義」，說明關係主義的確對華人社會民主化產生干擾效果，關係主義

可能降低了民主化對貪腐的約制。 

對照先前談論的華人關係主義的變遷中發現，華人文化脈絡下的關係

主義隨著社會、政治與經濟制度出現相應的發展形態，華人的關係網從以

往的以血緣為核心的「五同」關係構成，到家族社會結構日漸式微，華人

關係網轉換成以情感交往的「自己人」為主，關係的延伸不再「一表三千

里」，而是縮限在一定的「自己人」的範圍中運作。換言之，華人關係主

義受到社會結構或政治制度改變，的確出現形態的轉變，但它對華人社會

的影響力並沒有消失。根據《經濟學人》研究指出，關係主義正透過資本

形態滲透各國的政經結構當中，依附於民主運作的結構當中持續發展。在

近期國內的研究也發現類似現象，當民主化建構起較嚴密的監督機制，公

務員在執行的過程中受到約束的確也相對提高，但受到資訊獨占及法令的

空窗等因素影響，仍保有公務員循私的空間，讓公務員可在法令未能規範

的自由裁量下，對自己人循私（余一鳴，2012）。也就是說，受到家庭結

構與社會變遷，以往透過血緣關係進行循私，轉變為自己人才會出現循

私，外人或陌生人則依法辦理。另外，在現實政治運作過程中就發現類似

的現象，湯京平與陳冠吾（2013）在嘉義縣的地方派系研究當中，也發現

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以關係為核心的派系運作仍深深影響地方政治事務。

顯然，民主制度並沒有改變華人關係主義的行事規則，關係的道德色彩仍

影響華人的公務行為。 

綜上所述，民主化雖然強化了公民意識，提升公民監督能力與意願，

但這種監督機制的提升似乎呈現著雙軌發展的趨勢。在民主化的華人社會

當中，的確受到公民意識的提升而強化對政府部門的監督，但另一方面卻

沒有減緩對關係主義的依賴。也就是說，一般公民會透過民主機制來要求

各種權益，尤其當個人利益受損的狀況下，但又不放棄透過關係來獲得額

外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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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儒家透過人與人關係的固定化維持群體與社

會和諧，但行使方式並不是外在的契約規範，而是向內的良知自覺，讓關

係主義在華人世界蒙上了道德的色彩。其次，就中國的社會結構而言，政

治體制僅是家族關係的延長，形成家即是國，國即是家，提供了公與私難

以劃分的先決條件，導致公權即是私權，私權即是公權，公私不分的特殊

現象。不管從什麼角度詮釋，都可以發現華人的人際交往具有深刻的文化

與道德性意涵，即使身處於現代法治社會，公務員行事仍然受到「情、理、

法」的邏輯制約。雖然，中國傳統的人際關係對於公務執行，不必然產生

負面影響。有時公務部門藉由個人非正式的人際關係做溝通，也有助於公

共事務的推展與衝突的化解。然而，這種傳統文化形成的「道德疏離」心

理效應，很容易使得公務員將公器挪為私用，並將行為合理化為助人行

為。其次，在中國公德就是私德的情形下，幫助自己人也是一種公德，那

麼這類的公務員對自己人的偏私，反而是一種道德行為。同時，由於此等

人際資本的投資，在資源的轉換過程中往往沒有立即的對價關係，或是對

價的不是有形資產，其交易的風險變得相對較低，人情關係主義變為貪瀆

的溫床。 

雖然，關係主義提供貪瀆便利化的管道，不必然形成法律上所規範的

貪瀆行為，但從廣泛的貪瀆定義來看，公務員代國家行使公權力，理應公

平公正的執行職務，但在華人的關係主義脈絡下的「差序」，使得公務員

在執行公務時對自己人產生偏私，甚至認為這種偏私是種助人行為，就嚴

格的貪瀆定義而論，不公平的執行公務，以獲得人際上的利益就是貪瀆行

為。由於人際利益可以藉由交換、儲存及延後支付等方式進行交易，使得

華人的關係主義下的「道德性貪瀆」難以禁絕。事實上，部份研究也初步

的指出道德性貪瀆的現象。例如，詹靜芬（2003：204-212）在台北市中

階公務主管的實證調查中就發現，有近七成的中階公務部門主管認為處理



32 行政暨政策學報 

公務時，會受到人情壓力，而只有二成的公務員認為不會。另外，張育哲

（2009：11）及洪永泰（2007：76-82）在台北市及全國的廉政調查當中

也發現同樣的情形，民眾普遍認為政府機關違反廉政行為以「辦事情需要

請客招待」及「送禮或送紅包」，尤其以「辦事要找人關說」最為嚴重。

顯見這些隱性的價值文化，已明顯的威脅公務執行的公正性。同時，這種

關係主義不僅影響公部門的權力行使，也可能影響人員的任用與升遷。根

據蕭武桐（2001：193）觀察我國行政機關的人事任用時認為，受差序格

局的家族文化影響，形成人事上重視特殊關係，不僅給予人員士氣上的致

命打擊。同時，講究特殊關係會形成許多派系，出現拉攏權勢人物的行為，

並在機關內部形成許多共棲團體和寄生團體，彼此利益互保，形成「有關

係就沒關係，沒關係要找關係」的公務現象。總之，過去的研究指出關係

主義會導致對自己人的偏私，這種文化價值遍及日常生活中，是傳統儒家

倫常關係的一部份，然而當這種傳統價值滲透於公務部門，就很容易導致

以權謀私的貪瀆行為。 

過去的研究均強調文化與貪瀆有密切的關係，根據上述分析發現，華

人的關係主義是造成對公務員貪瀆的重要因素。尤其在關係即倫理的文化

前提下，使得公務部門講關係、拉關係並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反而具

有某種溫情主義，這或許是華人社會貪瀆問題難以根絕的主因。其次，從

近期跨國的調查資料也顯示部份廉能指數較高的華人社群（如香港及新加

坡），雖然在民主監督機制與公民意識日益成熟，但仍呈現高度裙帶資本

主義的現象，顯示關係主義雖然受到政治結構與價值觀的改變而轉化，但

仍提供華人合理化與便利化的管道。總之，上述概念的推導雖然初步證實

了華人公務員道德性貪污的存在，它為華人貪瀆提供合理化與便利化的管

道。不過，關係主義是否直接助長法律定義上的貪污行為，可能還需要考

量其他如公務員素養等因素，同時台灣地區的公務員是否因長期民主及法

治化，而跳脫華人關係主義的影響，凡此種種則有待後續研究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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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xi and corruption:  
Ethical behavior of the civil servants  

on Chinese cultural relations 

Yi-Ming Yu 

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 has revealed that culture is a crucial factor associated with 

corruption. However, no studies have comprehensively examined the culture–corruption 

relationship, and no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for such relationship have been provided. In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part of culture that emphasizes conne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is considered a critical factor that interferes with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power among 

civil services and creates the following cultural phenomenon: “Connections smooth the 

way, and having no connections creates difficulties.” The cultural norm, “Treat others 

according to their kinship and capabilities,” is not only a behavioral rule but also an 

ethical regulation, dictating that people must care for those who are related to them. In 

other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its emphasis on conne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is the 

reason and excuse for people to specifically care for only those who are related to them 

and to use public resources for personal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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